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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
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夏杰长 袁 航

［摘 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尚不显

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实现，当要素市场化程度较高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仅显著促进了南方

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在G20峰会之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数字经济指数的四个合成维度中，仅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应用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未来，我国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此畅通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渠

道，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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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数字经济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2016年，G20峰会将数字经济视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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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抢抓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2019年，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区）、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

和四川省等6个地区被授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成为带动数字经济发展、打造数字

新优势、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排头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则进一步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至战略高度。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的迫切任务，也是全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加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力量。①

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以及产业发展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经济发展

方面，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能增强劳动力时空流动、多样化劳动者就业选择、优化

要素配置结构，提升国民劳动性收入，②提升要素生产效率，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③在推动创新

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④在产业发展方面，数字经济能拓展产业链

分工边界、降低交易成本，引发价值分配的转移和需求变化，给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⑤数字

经济及其子系统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特别是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能推动制

造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⑥

然而，我国至今仍然面临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的困境，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

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耦合机制尚未形成，甚至还存在相互掣肘的现

象。⑦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强烈但缺乏具体

战略布局，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中难以捕捉，甚至出现“新索洛悖论”，⑧以及区域“数

字经济鸿沟”与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⑨对此，立足于我国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困境，数字经济

最终将会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何种影响？其内部机制是什么？目前鲜有文献对此展开系

统研究，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1）从数字经济基础、数字经济应用、数字经济产出与数字经济服

务四个维度测算2011—2019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结合地级市面板数据

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

①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

② Acemoglu D,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8, no. 6, 2018, pp. 1488-1542；张勋、万广华、张佳佳、

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③杨慧梅、江璐：《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统计研究》2021年第4期。

④熊励、蔡雪莲：《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华东经

济管理》2020年第12期。

⑤ 夏杰长、熊琪颜：《数字技术赋能中国服务业成长: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China Economist》 2022年

第6期。

⑥吕明元、苗效东：《大数据能促进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吗?》，《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⑦李晓钟、刘青君：《中国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年第8期。

⑧ 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 2020年

第5期。

⑨刘军、杨渊鋆、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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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的内部机制；（3）从地理区位、发展阶段以及合成指数的四个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不同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顺次演进的高度化与协调关联水平不断提升

的合理化过程。①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实现产业之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使用，关键需要

完善的要素市场保障要素配置从行政化转向市场化。当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提供了强大驱动力。首先，数字经济通过加速要素市场化改革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经济

发展加强了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为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有助于优化

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产业间的协调关联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经

济能加速生产力水平信息化与智能化，可以从技术与经济范式转换等方面打破传统要素市场束缚，

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价格的决定作用，带动资本、劳动和创新要

素自由流动与使用方式的集约化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率提升，以及协调要素投入与

产出之间的结构关系，通过优化配置要素结构连接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从

根本上推动经济结构合理化，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加

速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带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向高技能、高弹性工作条件、高投资收益回报

以及高附加值行业流动，重塑生产过程的要素投入种类和投入比例，并通过市场竞争和产业分工

降低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③优化资源在行业间、部门间与地区间的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合理

化。对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1：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加速要素市场化改革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地方各产

业之间关联程度和协调程度的反映。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元素，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改变经济

系统中要素的组合方式与投入结构，打破制约要素流动的传统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市场经济与企

业交易成本，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向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广泛渗透，以资源重组的方式改

变传统要素投入种类和结构，强化市场竞争，优化产业分工，④带动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

门流动，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要素生产效率。⑤此时，传统“低能量密度”要素向“高能量密

度”要素的转变能提升传统经济知识密度，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带动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等

高附加值方向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加速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

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减少信息不完全以及外部性等问题，降低交易成本，畅通要素流动，优化

要素市场配置结构，盘活“沉睡”资源，提升产业效率，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⑥此外，数字经济

①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②李明珊、孙晓华、孙瑞：《要素市场化、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率》，《管理评论》2019年第5期。

③余文涛、吴士炜：《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④杨慧梅、江璐：《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统计研究》2021年第4期。

⑤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

⑥梁琦、肖素萍、李梦欣：《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生态效率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经济问

题探索》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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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化与协同性特征有助于强化生产要素之间的集约化整合与网络化共享，提高要素的供给规

模与利用效率，而这种由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引发的“溢出效应”与“渗透效应”还能产生

正外部性，并以正向因果累积循环反馈机制形成“马太效应”，拓展企业运营规模，实现交易、交

流、合作的数字化，降低产品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转变，促进产业结构高

度化转型。①对此，本文提出第二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2：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本文还需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的回归方程为：

istui,t = α0 + α1dei,t +∑δxi,t + μi + εi,t （1）
在（1）式中，istui,t为 i地区 t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dei,t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

外开放程度等，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方面。其

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间协调发展与耦合程度的衡量，②本文借鉴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测度各

地级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theili,t =∑m = 1
3 yi,m,tln (yi,m,t /li,m,t)，m = 1,2,3 （2）

其中，yi,m,t表示 i地区m产业在 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li,m,t表示 i地区m产业 t时期从业

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反映的是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偏离

程度，若该指数为0，说明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若不为0，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

结构不合理。

此外，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份额占比在“量”上的演进和产业效率在“质”上的提升，当

某一国家或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份额较大时，说明其具有较高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本文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研究，利用三大产业份额占比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

值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③计算公式为：

aisi,t =∑m = 1
3 yi,m,t × lpi,m,t，m = 1,2,3 （3）
lpi,m,t = Yi,m,t /Li,m,t （4）

其中，lpi,m,t表示 i地区m产业在 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Yi,m,t表示 i地区m产业 t时期的增加值，

Li,m,t表示 i地区第m产业 t时期的就业人员，同时，本文采用均值化方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了无

量纲化处理。

①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中国工业经济》

2019年第8期。

②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③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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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此，有学者尝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主要

针对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而较少从地级市层面进行测度。同时，也有学者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

的数字经济指数，但由于该指数每年在统计口径上的细微变化，①只有部分文献在做截面分析时采

用过。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秉承全面、准确、数据可得的原则，尝试从数字经济基础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数字经济应用（移动电话用户数，万户）、数字经济产出（电信

业务总量，万元）与数字经济服务（数字从业人员，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从业

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四个方面采用熵值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将普惠金融指数纳入指标体系主要是因为该指数已经是若

干基础指标的合成，不宜与其他指标再次合成。但为了与已有的采用普惠金融刻画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的文献保持一致，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使用该指标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因遗漏变量给模型估计带来偏误，本文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做法，引入了

一系列控制变量：②（1）政府规模，采用政府财政支出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测算；（2）经济

发展水平，采用实际人均生产总值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回归时还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

的二次项；（3）人力资本，采用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与地区年末人数之比测算；（4）基础设施建设，

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测算；（5）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

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经网，用货币度量的指标均以1990年为基期

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theil
产业结构高度化ais
数字经济发展de

政府规模gov
经济发展水平pergdp

人力资本human
基础设施建设 infrastr
对外开放程度open

样本量

2511
2511
2529
2528
2528
2501
2515
2461

均值

0.2858
1.2404
0.0871
0.1999
0.4103
1.8650
9.4235
1.6743

标准误

0.2047
0.8366
0.0762
0.1024
0.2689
2.4437
8.3481
1.7184

最小值

0.0005
0.1923
0.0096
0.0441
0.0875
0.0059
0.2535
0.0002

最大值

1.7205
17.1671
0.6287
0.9155
4.3883
13.1124
108.3700
19.8983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检验

基于基准回归方程，本文对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2。
① 2016年报告中的“互联网+”指数由“互联网+基础”“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新创业”“互联网+智慧

城市”四个分指标构成。2017年报告中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则是由基础分指数、产业分指数、双创分指

数和智慧民生分指数的加权平均。2018年报告中的“互联网+”指数则是根据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生活和

数字文化四个方面指数加权平均所得。之后，2019年和2020年报告中的数字中国指数由数字产业、数字文化、

数字政务、数字生活四个板块的指数加权平均而得。

②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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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泰尔指数，意即数字经济有助于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

继而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

著，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理论假说1和理论假说2。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产业结构合

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说明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产

业效率提升，从而不利于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经济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

化与高度化。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数值上为负。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不利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能显著推动我国产

业结构合理化。

表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de
gov

pergdp2

pergdp
human
infrastr
open
_cons
N
R2

theil
（1）

-0.2420***
（-2.92）
0.2491***
（2.85）
0.0219**
（2.03）
-0.0809
（-1.53）
0.0048
（1.49）
0.0008**
（2.12）
-0.0053**
（-2.53）
0.2786***
（9.10）
2411
0.0247

ais
（2）
0.9684
（1.58）
-0.6729*
（-1.79）
-0.2449***
（-3.02）
1.2833**
（2.35）
-0.0240
（-0.69）
-0.0060
（-1.62）
0.0159
（0.95）
0.8990***
（2.86）
2411
0.0170

注：（1）括号内为 t统计值；（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3）所有回归均采用以地区为聚类变

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选取各城市1984年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①这主要

是因为：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通常是历史上邮电业务发展较好的地区，满足工具变量

的相关性原则；第二，历史上邮电业务的发展情况通常又不太可能对当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

直接影响，所以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原则。因此，本文选取1984年各城市邮电局总数作为数字

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考虑到该变量为截面数据，此处参考Nunn和Qian（2014）的做法，以上一

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1984年各城市邮电局总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②同时引入城市和

①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

界》2020年第10期。

② 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6, 2014, pp.1630-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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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中第（1）列。此时，数字经济在1%水平下能显著抑制产业结构

泰尔指数，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基准回

归模型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2.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
此处以数字经济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SYS-GMM方法对基准模型重新估计后的结果

见表3中第（2）列。此时，数字经济依然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且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也

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基准模型所得结论大体一致。

3.引入政策冲击

为了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采用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进行考察。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是带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该项目自2019年正式启动以来，初次

确定了包含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在内的6个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park），其发展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为指导，旨

在要求各试验区在数字经济要素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要素资源配置、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等

方面开展探索，充分释放新动能。尽管该试验区设立时间不久，但却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

政策冲击。对此，本文将这6个省市区所对应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其余地级市作为控制组，通

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

果见表3中第（3）列。可以看出，上述试验区在2019年刚成立，回归结果缺乏统计显著性，但对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未来，随着时间的推进，试验区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积极带动作用将会逐渐显著。

表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de

park
controls

城市固定

时间固定

N
R2

工具变量法（1）
theil

-0.3032**
（-2.22）

YES
YES
YES
1777
0.3275

ais
-1.9860***
（-3.84）

YES
YES
YES
1777
0.0983

SYS-GMM（2）
theil

-0.0978**
（-2.06）

YES
-
-
2143

ais
0.5203**
（2.04）

YES
-
-
2143

DID（3）
theil

-0.0004
（-0.02）
YES
YES
YES
2411
0.0509

ais

-0.0016
（-0.02）
YES
YES
YES
2411
0.0432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已有文献中，不同学者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本文此处借

鉴陶长琪和彭永樟（2017）的做法重新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①计算公式为：

①陶长琪、彭永樟：《经济集聚下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产业经济研究》 2017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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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 1 - 13∑m = 1
3 || yi,m,t - li,m,t ，m = 1,2,3 （5）

其中，ris是一个正向指标，该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同时，本文借鉴干春晖等

（2011）的做法，采用三产与二产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代理指标，①并根据基准模型重新

回归，所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②

2.替换解释变量

此处借鉴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等三方面测算得到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进行稳健性检验。③考虑到该指数是多指标合成结果，不便对其进行再次合成，故本文并未将其纳

入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来，而是单独以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对基准模型

进行回归后的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显著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并

且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也表现出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尽管这种积极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总体结

论与基准结论一致，再次验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3.改变指标合成方法

为了避免因合成数字经济指数的方法不同给回归结果带来偏误，此处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对数字经济指数重新合成，回归后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依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

业结构高度化的积极影响不显著，与基准模型所得结论一致。④

4.缩尾处理（1%）
为了有效避免因离群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双边缩尾后根据基准模

型重新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基准模

型所得结论大体一致。⑤

四、作用机制识别

上述一系列回归结果稳健地证实了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对产业结构高度

化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的结论。此处，本文还需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部机制进

行检验，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能否通过有效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涉及要素市场化程度测算的文献并不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卢现祥和王素

素（2021）基于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大子系统共计52个指标，

利用熵值法测度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⑥但该指标体系包括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此处不宜

使用。鉴于此，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7）“中国市场化指数”分项指标中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衡

①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②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③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

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④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⑤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⑥卢现祥、王素素：《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动态演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

证研究》，《南方经济》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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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各地区要素市场整体发展情况。①在该指数中：（1）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以及熟练工人的供应情况，本文用来表示劳动力市场化进程；（2）金融业的市场化包括金融业的

竞争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本文用来反映资本市场化进程；（3）技术成果市场化表示技术市

场化进程。②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显著推动了整体要素市场化进程，

同时还显著带动了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对促进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要素

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以及高效使用带来了积极影响，最终显著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

表4 机制检验

变量

de

controls
N
R2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32.5457***
（6.28）

YES
1086
0.2925

劳动力市场化

43.8366***
（5.55）

YES
1086
0.2390

资本市场化

17.2726***
（6.50）

YES
1086
0.3826

技术市场化

20.3455***
（5.21）

YES
1086
0.0987

然而，尽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要素市场化发展，但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在统计

上缺乏显著性。对此，本文有必要对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机制做进一步考察。在本文

中，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值占比在“量”上的增加与产业效率在“质”上的提升的综合表现，这

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只有较高程度的要素市场化才能保证要素自由

充分流动，才能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才有助于推动产业效率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

高度化。那么，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是否受到要素市场化发展程度的影响？

是否在较高水平的要素市场化环境中，数字经济就会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呢？对此，本

文根据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化、资本市场化，以及技术市场化的均值分别将总样本划

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③结果显示，在要素市场化发展程度高组，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

业结构高度化，充分证明了只有当要素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积

极带动作用才能较好地显现出来。基准模型中数字经济之所以未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可能

是因为当下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

五、异质性检验

（一）区域异质性检验

近年来，区域发展差异在南北方之间尤为突出，对此，本文在考察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时也尝试从南北方视角展开。与传统的地理南北划分有所不同，本文借鉴盛

①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戴魁早、李晓莉、骆莙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要素市场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财贸经济》2020
年第10期。

③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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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运等（2018）的处理方法，①从经济地理视角对南北区域进行划分。②同时，为了避免分组回归

导致样本量减少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本文分别以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虚拟变量同数字经济进

行交互后回归，结果显示，③数字经济仅显著促进了南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

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表5 南-北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southerncity´de

northerncity´de
controls
N
R2

theil
-0.2489***
（-2.80）

YES
2411
0.0245

ais
0.7783
（1.24）

YES
2411
0.0165

theil

-0.0806
（-0.40）
YES
2411
0.0202

ais

1.5017
（0.94）
YES
2411
0.0162

（二）时间异质性检验

2016年，G20杭州峰会以数字经济为重要议题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为世

界经济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并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对此，本文以2016年
G20峰会为时间节点，将总样本划分为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两个区间，并分别设置时间

阶段虚拟变量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G20峰会之前（2011—2015年），数字

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G20峰会之后

（2016-2019年），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④

六、进一步拓展

前文结论已经得出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由

于当下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迟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积极

影响的结论，考虑到本文所采用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是由数字经济基础（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数字经济应用（移动电话用户数）、数字经济发展（电信业务总量）与数字经济服务（数字

从业人员占比）四个维度合成的指标，分维度考察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数

字经济各维度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对后期制定相关政策大有裨益。对此，本文从数字经济四个维

度分别考察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不同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可知，仅数字经济

发展基础和应用水平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数字经济产出水平和服务水平对产业结构合

理化的积极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⑤这说明互联网宽带与移动电话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技

①盛来运、郑鑫、周平、李拓：《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

②此处北方地区有 13个省 （区、市），分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其余18个省（区、市）（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为南方地区。

③限于篇幅，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④限于篇幅，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⑤限于篇幅，异质性检验结果未在本文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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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广泛应用，能有效带动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积极影

响，但由于我国数字经济仍然处于发展初期，其产出水平和服务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带动作

用尚不显著。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分维度指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积极影响尚不显著，与基准模

型所得结论一致。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

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积极影

响在统计上尚不显著，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数字经

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作用实现。其中，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

高度化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下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而当要素市场化程度较高

时，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3）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仅显著促进了南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均不显著；在时间异质性方面，在G20峰会之前，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显著促进作用，

而在G20峰会之后，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4）
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指数的四个合成维度中，仅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应用水平对产

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产出水平和服务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在

统计上不显著，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均无显著影响。未来，我国应突破各种发展瓶颈，加快要素

市场化改革进程，畅通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渠道，增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带动作用。为此，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加速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一要制

定激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增强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的渗透能力；二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以点带面，协同带动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向好发展；三要继续扩大数字技术在各

行业的广泛应用，提升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各类资源的配置和应用效率，强化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

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促进作用。

其次，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数字经济各维度协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

坚实的物质基础。一要积极打造云（云计算、大数据）、网（互联网、物联网）、端（智能终端、

软件应用）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扩大数字技术应用范围，夯

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二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在研发、制造和管理等领域的应用，推动5G等一系

列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三要积极培育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以数字经济拓

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最后，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瓶颈，释放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均衡带动作用。一要加

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二要发挥数字经济在资源配

置过程中的低成本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打破因市场分割带来的要素流动壁垒，发挥要素资

源的潜在效能；三要加快形成以数字经济全面提升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不断缩小数

字经济鸿沟，推进数字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

［责任编辑 吴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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